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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對佛洛伊德而言，他在其書中正是要證明有種可能釋夢的心理技術，以顯明每一個夢都可以具有它自身意義的精神結構。(1996:1)依他的解釋，夢可以是欲望的滿足、懼怕的表現、一種沉思或僅僅是記憶的再現，(1996-120)而且是以凝縮與移置的方式運作，具有象徵作用。​[2]​他在解析「夢的荒謬性」時提到：夢中對欲望和現實是沒有區別的。所以，他認為夢見自己喜愛的死者在夢裡如生前一般，這種如生若死的轉化，不外是入夢者的某種願望，藉以稀釋自身對死者所含藏的某種強烈而矛盾的情感。(1996:431)不管如何，這些說法又都是以實際發生的夢而言，但亞維列斯(Miguel Avilés)則提到另一種「虛構的夢」(los sueños ficticios)，這種夢如同一種「文類」，做為主體手中特定內容之溝通的特殊工具，亦即當主體對他所在的社會環境提供某些他自己接受而有疑問的內容時，在文學上即可借虛構之夢來表達。(Avilés 1981:42-44)而其中包含了一個複雜的意識型態結構，在主意識型態、次意識型態(subideologías)及反意識型態(contraideologías)中，又可找到一個影響那三者的共名，亞維列斯稱之為「烏托邦境界」(horzinte utópico)。(Avilés 1981:46)從其意，則所謂虛構之夢，是文學上用以指陳現實社會中不甚合理狀態，並表達某種理想境界的方式。易言之，正如夢作為個人願望或恐懼的凝縮與移置一樣，一件藝術品、一齣戲劇也可以是藝術家對社會整體的精神反射與希望寄托之所，經過恰當地凝縮、佈局，而以某種象徵或隱喻的「虛構之夢」來表現。
    這些都是就解夢而言，如果我們把夢的內容視為「文本」，則其中的影象就是象徵或隱喻，循其象徵物在其脈絡中的作用，即可探出夢的意義。我們在此想問的卻是：卡德隆(Pedro Calderón de la Barca, 1600-1681) 的《人生如夢》(La vida es sueño)與湯顯祖(1550-1616)，《牡丹亭》中的「夢」是那一種類型的夢？「夢」在其中是否承載了某種理想境界的藍圖？底下，我們就依此方向分別討論。

二、《人生如夢》 與《牡丹亭》的「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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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人遇風情笑口開。一徑落花隨水入，今朝阮肇一天臺。”小生順路兒跟著杜
      小姐回來，怎生不見？（回看介）呀，小姐，小姐（旦作驚起介）（相見介）（生）小
      生那一處不尋訪小姐來，卻在這裏！（旦作斜視不語介）（生）恰好花園內，折取垂
      柳半枝。姐姐，你既淹通書史，可作詩以賞此柳枝乎？（旦驚喜，欲言又止介）（背
      想）這生素昧平生，何因到此？（生笑介）小姐，咱愛殺你哩！ [山桃紅]則為你如花
      美眷，似水流年，是答兒閑尋遍。在幽閨女自憐。小姐，和你那答兒講話去。（旦
      作含不行）（生作牽衣介）（旦低問）那邊去生）轉過這芍藥欄前，緊靠著湖山石邊。
      （旦低問）秀才，去怎的？（生低答）和你把領扣松，衣帶寬，袖梢兒摸著牙兒苫也，
      則待你忍耐溫存一晌眠。（旦作羞）（生前抱）（旦推介）（合）是那處曾相見，
      相看儼然，早難道這好處相逢無一言？（生強抱旦下）(第十齣、驚夢)

      哎也，天那，今日杜麗娘有些僥倖也。偶到後花園中，百花開遍，睹景傷情。沒興而  
      回，書眠香閣。忽見一生，年可弱冠，丰姿俊妍。于園中折得柳絲一枝，笑對奴
      家說：“姐姐既淹通書吏，何不將柳枝題賞一篇？”那時待要應他一聲，心中自忖，
      素昧平生，不知名姓，何得輕與交言。正如此想間，只見那生向前說了幾名傷心話兒，
      將奴摟抱去牡丹亭畔，芍藥東邊，共成雲雨之歡。兩情和合，真個是千般愛惜，萬種
      溫存。歡畢之時，又送我睡眠，幾聲“將息”。正待自送那生出門，忽值母親來到，
























一隻小魚、一頭野獸和一隻鳥    (I-2:167-172)

他以鳥、獸、魚與溪流為例，這裡只引其中之一。他以自然界的其他物種跟自己的遭遇做比較，同樣是存在於自然世界中，它們如此緲小，尚且可以享有天大的自由，而「我」更具靈性(alma)、直覺本能(instinto)、選擇意志(albedrío)及生命力(vida)，為何不比它們自由呢？賈西亞‧巴卡(Juan David García Bacca)認為謝吉斯蒙多揭露了一個理性至上的概念，「我們擁有那些真正的自由權力，是因為我們擁有靈魂、本能、意志及生命力，因為我們是比那些水流、鳥、魚、獸高等的人類。」(García Bacca 2003:267)巴卡認為包括國王在內，都在顯示人的先驗理性之優越，所以建造水族館、溫室、學校、宿舍以為王國之福祉，只是這些由理性所引導的偉大科學，「都與自由相抵觸」、「否定了人的自由」(2003:266, 267)。這已是另一個議題，這問題我們不在這裡討論。但是，王子雖然從小與外界隔離，畢竟人有靈魂、本能、意志及生命力。所以，他不可能無感於內在的感受與需求，而他也居於做為一個「人」的優越性，對自己的自由權提出疑問。




















































                                 (III-14:3312-2219)
雖然人世的幸福轉眼如煙，但是這裡不但沒有中世文學的悲觀意識，還有活在當下的積極意義。尤其是在寬恕的理念上突顯了神的愛。若從一個時代的思潮，或宗教改革的角度來說，劇中隱含的正是西班牙反宗教改革下的問題反射：真實與夢幻、自由與命運、上帝與理性等。若以男主角謝吉斯蒙多(Segismundo) 王子為主軸來看，在第一幕第二場他藉由獨白提出了第一個問題：自由；第二幕第十九場卡德隆又安排王子以獨白提出第二個問題：生命；生命是什麼？意義何在？第三幕的第十四場，也是最後一場，王子以人間的幸福如夢幻做解釋，強調人應該尋求(上帝)寬恕自己，(自己)寬恕別人，為高尚的人性提出一個根源性的原則。
儘管《人》劇在「美即是善」的框架中以圓滿收場，滿足了觀眾的心理需求，以及某種普世價值的認知。但在這樣一種通俗劇的底層，卻蘊含著卡德隆對其核心價值的宣示：愛與公義。但這是神的愛與公義，而非人憑自己經驗所定的。譬如國王相信了夢兆，為了避免他的人民遭遇專制暴君之害，將王子隔離囚禁，雖然王子在初次面臨生命如夢似的大轉折時，表現出權力的傲慢與暴戾殘酷的行為，但他最後所表現的仁厚與成熟，說明了國王所為乃是愛與正義的一個「理性」錯誤。而王子的良善人性雖被人的「經驗」之夢所質疑、否定，但他在最後所表現的卻是昇華的人性。然而，如莫龍(Ciriaco Morón)所論：「那些人物的激情總是被理性所節制，甚至是被其創造者卡德隆的理性主義所控制。巴洛克的本質就由那種洋溢的激情所搆成，像套上一件拘束精神病患的衣服，被經院的理性控制著。《人生如夢》中的自然題材從來就不是自然的，而是被彩繪的，意即，都是經過人的意志與能力所表現的。」​[4]​依其意，則人性對於善惡真理的選擇，並非自然人性的驅使，而是經由理性的節制而有以致之。易言之，這是類似告子的性無善無惡論之解釋。然而，倘若人無神性的自然傾向，王子如何能在第一次嘗到權力滋味時行為殘暴，而在武力勝利之時表現寬恕？較合理的解釋應該可以說，雖然人有自由選擇權，但這種昇華意味著人性良善的必然傾向，「人人皆可以為堯舜」，「人人皆可以有愛與寬恕」，亦即人性本為善。
    而十六、七世紀的中國時值明朝中期，在思想上已逐漸從前期朱子的理學影響中走出，其重心已轉向王陽明(1472-1528)的心學。一般而言，宋明理學在面對人生的基本哲學問題時，重道的實踐，輕人的性情。但從王陽明的「天人合一」、「致良知」到劉蕺山之「即心與情言性」，則為明代的自然人性說開了一條新路，如李贄的「童心說」與以袁中郎為主的公安性靈派等學說。而湯顯祖的「貴情說」正是與此息息相關，他的《牡丹亭》即是以「情」強調了人本的思想。
    


















據亞里斯多德之言，悲劇有淨化作用(catarsis)。然而他卻未明確解釋什麼是淨化。雅斯培(Karl Jaspers)則認為：「那是觸及每一個人之最深存在的經驗。它使人更深入地接受存在，不只是作為一個旁觀者，而是親身涉足。它掃除我們日常生活中那些漂亮、顢頇、瑣屑的經驗--所有那些使我們盲目、淺陋的事物--而使真理成為我們的一部分。」(雅斯培1974：28)然而，雅斯培也指出基督教的救贖與悲劇意識的差異。他認為沒有所謂基督教悲劇的存在，他說：「在基督教的戲劇裡，救贖的神秘性是整個情節的基礎和框架，而這樣一來，悲劇知識中的緊張氣氛，從一開始就被人類的完美和透過慈悲而來的拯救給解除了。」(1974：30)所以，「在基督教的內容裡面，人類的每一基本經驗都不再是悲劇。罪愆變成『快樂的錯誤』(happy fault)--如果沒有罪，就不會有救贖。猶太的背叛對基督教的奉獻犧牲和死亡是必須的，也是所有信仰者之拯救來源。耶穌基督是這個世界之失敗最深刻的象徵，但他絕不是悲劇的。在失敗中，他得以領悟，有所成就且功德圓滿。」(1974:31) 因此，他認為人只有了解到，除了自身內在現實之外的信仰，無法從悲劇超昇。以卡德隆來說，在他的作品中，悲劇的困境本身及悲劇英雄主義都有潛在的根本轉機；人被安置於天意的安排和恩典的操縱之中，而使人從世界的浩瀚空無及自我毀滅中超昇。由此，我們也可以說，沒有王子的囚禁，就沒有後來國王與王子之間的互相寬恕；沒有杜麗娘的因情而亡，就沒有三年後的還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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